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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巨

大发展，但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一直是制约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城市与农村发展失衡已严

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必然引起

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明确指出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

体化体制机制”，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城市高速发展的

同时要重视农村的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改革二元体制，走

城乡一体化道路。当前，对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城乡一体化、收入分配、公共产品供给以

及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这些多是对城乡关系某一

侧面的实证分析，而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及

其特点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笔者以经济

史的视角，通过对新中国城乡关系的梳理，分析我国

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及其特点，总结城乡关系演变

的规律，以期抛砖引玉，为我国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

益的启示。

一、新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历程

（一）1949—1952 年：城乡互助互惠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党和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一方面，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革命，把土地无偿

分配给农民；另一方面，在城市调整工商业生产，并

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
“四面八方”政策。随着这种政策的实施，城乡之间商

品、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了互

助、互惠的城乡关系。在这种新型的城乡关系下，我

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52 年的工农业生产都超过

了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

22.3%，农业总产值增加 18.5%[1]。政府不断提高农副

产品价格，1952 年比 1950 年提高了 21%，而农村工

业品价格只上升 9.7%[2]，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
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大，城市化发展迅速。
1950—1952 年，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使城市人

口净增加 1 300 多万，城市化率增加了 1.82 个百分

点，达到了 12.46%。总之，这期间，城乡之间呈现出

开放、互助、互惠的状态。
（二）1953—1978 年：城乡分割制度的形成与固化

1953 年，在前苏联援助下我国开始实施重工业

优先发展的“一五”计划，但是，落后的农业不能满足

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要求。为解决这对矛盾，政府开始

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实施农业合作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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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产品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受限，城乡分割制度开

始形成。随后进入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执行

国家计划，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也不能支配自己的

剩余产品，完全同生产资料割裂开来。农民作为公

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产品按照工分平均分配，

在缺乏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出工不出力的

“搭便车”现象普遍发生。而且，为阻止农民向条件较

好的城市流动，1958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

条例》限制农民在城市就业和随意流动。这样，城乡

分割制度完全形成且日益固化，最终形成城乡“二

元”体制。
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换，国

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吸取了大量资

金支持工业化建设。大量农村资金为我国城市工业

化的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 1952 年为

100，1978 年工业总产值指数为 1598.6，而农业总产

值指数只有 229.6[3]，这客观上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落

后与停滞。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城乡为各自循环的

体系，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农民被固定在农

村和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并与城市居民的权利和发

展机会不平等[4]；农村内部生产要素也是受限的，如农

村多地发展工业也被限制在“三就地”原则而不能发

展为面向全国的大市场，致使我国城镇的数量不断

萎缩，由 1954 年的 5 400 个减少到 1978 年 2 850 个
[5]， 城 市 化 发 展 也 很 缓 慢 ，1978 年 城 市 化 率 为

17.92%，仅比 1952 年上升 5.28 个百分点，远远低于

世界的同期平均发展水平。
（三）1979—2002 年：城乡分割制度的解构与城

乡关系的失衡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实施和人民公社解体以及

一系列农村相关制度改革的推进，城乡分割制度开

始解构。主要表现在：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用益权与支配自己人力资本及剩余产品的权利，农

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

展，农民收入获得了快速提高，城乡差距也有不断缩

小的趋势。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背景下，大量农村

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的数量也开始增加，城市的发展迈入快车道。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向城市转

移，城乡关系又出现了逆转失衡的态势，突出表现在

市场经济的效应下，农村大量资源向城市流动。一

方面，农民以农业税的形式承担了沉重的税费，农民

增产不增收，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

农民以资金、廉价的土地及廉价的劳动力等方式支

持城市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城乡差距的

扩大与失衡。1985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

397.6 元人民币，而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是 739.1
元人民币[6]，二者相差 1.86 倍，而到 2002 年，二者相

差 3.11 倍。虽然这期间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02
年我国城市化率上升到 39.09%，但是，我国的城市

化存在严重的缺陷，农民工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很

难融入城市。
（四）2003—2015 年：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

趋势

为解决严重的“三农”问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

开始把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2004 年党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作出了“两个趋向”的判

断，指出我国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

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新时期。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税费改革，废除

了农业税，对种田农民进行补贴，实行农村义务教育

免费制，并进行县乡财政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

担，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

增加对农村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对

农业的补贴力度和补贴范围，建立农民医疗、养老保

障等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2003 年中央财政对“三

农”的投入为 1 754.5 亿元，到 2013 年增加到13 799
亿元[7]，10 年增长了 6.86 倍，年均增长 21.2%。中央

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城市高速发展，农民得到的实惠增多了，“三

农”问题有所缓解，城乡关系出现了一体化趋势。
但是，由于城乡之间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要素

市场流动不畅，城乡权利存在不平等，导致城乡之

间收入差距扩大，城市高度繁荣，而农村许多地方

处于凋敝状态。[8]

二、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特点

（一）城乡关系演变进程是政府与农民的博弈

过程

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决定城乡关系走向的

是政府。因为政府凭借国家职能，通过制定国家发展

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方式、产权形

式及分配方式，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战略与农民

的关系。因此，在城乡关系演变中，存在政府与农民

的利益博弈，只是博弈的双方地位和权利是不对称

的，政府处在博弈的主导地位，农民处在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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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农业资源对重工业发展

的约束，政府不得不依靠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将农

业和农民也纳入了计划管理，严禁农民“单干”，并把

大量农业剩余输入到城市和工业领域，使广大农民

的生活长期停留在温饱线上。但农民一有机会就要

求退回到“单干”的经营制度去。从 1956 年实现合

作化到 1976 年“文革”结束前，农民有三次自发“包

产到户”，但都被政府否定。在不能选择“单干”的情

况下，由于人民公社体制缺乏激励机制，偷懒、搭便

车成为农民无奈的博弈策略，造成了农业长达二十

年的停滞发展。“文革”结束后，以安徽凤阳县小岗

村为代表的农民又开始自发搞“单干”，在国民经济

徘徊不前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默许”，然后“认可”，
再到全面“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政府开始放松

对农民和农业的控制，农民获得了支配自己劳动及

劳动剩余的权利。因此，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农业获得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也有很大

的提高，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城乡关系出现缓和趋

势。但是，随着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特别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地方政府在 GDP 竞赛下

成为与中央政府利益不同的市场主体，实行了偏向

城市的发展战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实行非均衡的

公共产品供给，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至于 1990 年

代末期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城乡关系严重失

衡。农民在农村得不到更多收益的情况下，只有逃

离农村才是其最优的策略，致使大片耕地抛荒，粮食

减产，这直接威胁到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

不得不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一方面加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公共产品供给向农村倾斜，农民种

田得到的实惠增多；另一方面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但是，由于

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和原有制度的惯性，留在农

村建设“新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导致

新农村建设的空心化现象；而留在城市的都是边务

工边领农业补贴的“两面人”、“两栖人”，这是农民在

无法融入城市的情况下与政府博弈的无奈选择，农

业现代化以及其与新型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还很

长，政府的农业政策还需要新的破局。
（二）农民负担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量成本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新中国在国民经

济恢复以后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工业化建设需要

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

就是工业化所需的成本。纵观新中国城乡关系史，

我们可以发现，农民负担了工业化的大量成本。计划

经济时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重工业高积

累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仍然被转移到农业等传统经济

部门中[9]，这主要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

式转嫁给农民负担。据估算，从 1954 年开始大致为

每年 300 亿元左右，到 1979 年农民共负担了7 000
亿元左右的[10]工业化成本。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数

据进一步扩大，从 1985 年的 391.8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3 591 亿元[11]；虽然 1998 年开始实行农产

品价格保护制度，但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的速度远

快于粮食等农产品的上涨速度，工农产品价格“剪刀

差”依然存在并有继续扩大的倾向，60 年来仅此一

项农民就为我国的工业化负担了数万亿元的资金。
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工

业化还是城市化都需要土地资源来承载。然而，在我

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存在

缺陷，农村土地价值被严重低估。改革开放前，土地

经常被以极低的价格或无偿划拨给企业；改革开放

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城市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但

是，土地的一级市场被政府控制，农民缺乏应有的市

场主体地位，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土

地被政府廉价征用。农民大量土地被征用于城市开

发，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不及土地出让金的十

分之一，甚至仅有三十分之一左右[12]，土地的差价都

上缴财政了，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仅通过

土地这一项，农民在 30 多年来就损失了几十万亿

元，农村廉价的土地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获

得了比较低的发展成本。
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

的边际产品价值为零或负值。因此，我国工业化、城
市化扩张过程中劳动力成本极低，这已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优势”。计划经济时期，在城乡分割的“二

元”体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存在体

制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获得了支配自己人力

资本的自由，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农民

工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市民有较大的

差距。一是农民工的工资低，一般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60%左右，而且还经常被拖欠。1978 年以来，农民工

仅工资一项就比城市居民少收入 10 万亿元以上。二
是农民工从业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权益长期缺乏保

障或保障水平偏低，至 2013 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

例仅为 15.7%、28.5%、17.6%、9.1%、6.6%[13]。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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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我国城市经济扩张的

成本。我国农民负担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量成本。
（三）城乡关系演变的动力来自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不同。在我国，国家发展战

略的演变决定城乡关系的走向，城乡关系演变的动

力来自国家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摆脱

我国工农业落后状况，政府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

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在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农业人

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为保证重

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我国通过计划经济体制、
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制度等，把城乡分割

开来，这种城乡分割制度实际上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

主要内容；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实施，城乡公共产品

供给不均衡，城乡居民享有不平等的医疗、养老和

福利待遇，农民完全被边缘化，农民利益被剥夺，城

乡联系断裂，城乡关系严重扭曲，城乡二元体制不

断强化。
1970 年代末期，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战略，这

种战略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在农村实施联产承包

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农民重新获取了个体生产经

营、支配农业剩余等权利，农民在非农化就业与发展

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随着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

民又获得进城务工、经商等权利，城乡要素流动日益

频繁，城乡联系紧密了，城乡分割制度开始解体。但

是，由于政府的战略重点在城市，改革没有触及城乡

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并与市场因素相

结合，使农村资源不断流向城市及工业部门。而且，

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

度、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

居民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遇，等等。这种不公平、不
公正的二元体制使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对称，

“三农”问题日益严重。
进入 21 世纪，“三农”问题日益受到高度重视，

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对农村开始实

行各种强农惠农的“反哺”政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并不

断强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

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

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

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共同

分享现代化成果。在这种战略及其政策的影响下，

农民得到的实惠不断增加，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开

始被打破，城乡关系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然而，计划

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根本破除，只

是其影响开始弱化，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还存在

很多制约因素，诸如现代农业与规模化经营、城乡差

距、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场主体地位不强等，这些

因素都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密切相关。可

以说，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与持续性存在是我国城乡

关系得不到根本改观的本质原因[14]。但是，在城乡统筹

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随着各种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政

策的深入实施与不断完善，我国的城乡关系必然由

二元化走向一元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启示

（一）明确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反映是共生单位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

与能量互换关系。共生关系是共生单位之间互相吸

引与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补充与相互依赖而

不是相互替代，是自身状态和性质的继承与保留而

不是丧失。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是共生的

深刻本质[15]。就城乡关系来说，城市与乡村是整个生

态系统中两个共生的单位，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相
互补充、共同进化与共同发展，即城市的发展离不开

农村，离不开农村资源的支持；而农村的发展也离不

开城市，需要城市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与人才等方

面的支持，二者是平等互助、共同进化与共同发展的

关系。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与城市长期处

在不平等、不对称的位置。如 1953—1978 年农村对

城市的单向付出，实际上是寄生性共生关系；1979—
2002 年偏向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偏利共生关系；

2003 年以来，农村与城市非对称性发展，实际上是

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这些都不利于城乡共同发展与

和谐共生。因此，我们要明确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共生

关系，即对称性、互惠性共生，而不是只强调某一

方，是双方共同进化、共同发展，而不是城市代替农

村。这就要从根本上剔除不利于农村发展的偏向城

市的畸形发展理念，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政

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让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

之间平等互惠，鼓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向

农村流入，并加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推动美好乡

村建设，让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因此，明确城乡之

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是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前

提条件[16]。

宏观经济研究 陈 俭 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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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共享发展，构建民生为导向的考评

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形成了压力型体制，即中央

政府通过层层加码，向下施压，以保证中央政令的畅

通，考核的标准主要依据上级的政令能否执行或执

行的程度与效果。这种体制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为保

证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而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

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实施“双放权”改革，

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明显，在地方资源不足的情况

下，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公司化”倾向，并简单地把追

求 GDP 的增长等同于“发展是硬道理”。在这种体制

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的“指

标”，片面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与财政收入，形成了

忽视广大农村的发展与农民利益的二元体制；地方

政府只“唯上”不唯民，只向上级负责，而不是向民众

负责，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长期承担我国工业化、城
市化的大部分成本，而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果实，

这是我国“三农”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的重要根

源。因此，必须坚持共享发展，让农民分享到我国经

济发展的成果，包括让农民普遍享受与城市居民同

等的待遇以及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
坚持共享发展还必须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考评

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在赶超战略下片面实施 GDP
政绩观而不是为广大民众所共享的民生观，既不利

于经济长期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显然是不

可持续的，也是有害的。当前，在我国实行包容性增

长与科学发展观的政策背景下，必须剔除不合理的

政绩观，矫正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改变地方政府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

考评标准和考评机制，涵盖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
村经济发展及城乡差距、环境的改善及绿色 GDP、社
会稳定与公平等，让包括农民群体在内的广大民众

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三）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还需保障农民市场主

体地位

计划经济的实施使市场经济失去了根基，农民

隶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市场主体地位无从谈起。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农民的市场主体地

位开始凸显，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的市场主体

地位残缺不全，突出表现在农民作为生产者和经营

者，对生产和经营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没有产

权，农民不敢进行长期投资，土地被政府随意征用，

土地补偿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得

不到保障。而且，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尤其是粮

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无能为力，始终处于被

动地位。作为劳动者，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在城市的

农民工工资低，市民化的成本高、难度大，且缺乏社

会保障或保障水平与比例较低。可见，农民的市场主

体地位缺乏保障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大、“三农”问
题严重的重要根源。因此，新时期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必须保障农民市场主体地位。
保障农民市场主体地位，首先是在坚持土地农

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用立法的形式赋予农民更长

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赋予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抵

押、置换、流转及入市等权利，保护好农村土地产权，

搞活农村土地市场，实现城乡用地权利平等。其次，

重塑村社共同体，增强村民一致合作行动的能力[14]，

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成立或参加各种合作社，增强

市场谈判能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再次，对农民

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一方面培训有关农业

种养、加工等方面的知识，培养更多的种田能手扎根

农村，建设美好乡村，以应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空

心化；另一方面，对向城市转移的农民进行技能培

训，提高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创业能力，培养融入城市

的基础条件。最后，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推进公共产

品均等化供给，完善城乡一致的医疗、养老、教育、失
业和最低生活保障，为农民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解除后顾之忧，这是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949-1991）［M］.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2003：82.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Z］.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1983：20.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Z］.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1982：18.

［4］韩俊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60 年：回顾与展望［J］.改革，

2009，（11）.
［5］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中国人口年鉴（1987）［Z］.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626.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Z］.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2002：320.
［7］韩洁，朱薇.中央财政今年三农投入计划 1.38 万亿元再创

新高［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3-03-06.
［8］刘守英.二元体制导致城乡不能真正融合［N］.中国经济时

报，2016-01-18.
［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下转第 58 页）

52



· ·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双月刊） 2016 年第 6 期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2.

［10］冯海发，等.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

［J］.经济研究，1993，（9）.
［11］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91.
［12］夏永祥.工业化与城市化：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J］.江海

学刊，2006，（5）.
［13］国家统计局.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据调查

［EB/OL］.http：//www.stats.gov.cn，2014-05-12.

［14］刘祖云，武小龙.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逻辑重塑—————中

央、地方与民众的衔接［J］.甘肃社会科学，2014，（6）.
［15］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J］.

改革，1998，（2）.

［16］宋才发，宋意.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探讨［J］.贵州社会科

学，2014，（2）.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Evolution in New China
Chen Jian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Henan，464000，China）
Abstract: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New China has undergone four stages: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during 1949-1953， 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rural-urban division system during 1953-1978，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destruction of rural-urban division system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during 1979-2002， the trend of overall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uring 2003 -2015.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in New China is mainly the gam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the latter shoulders the most

responsibilit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nd the motivation of its evolution comes from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in New China show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o towards the stability，insist in sharing the benefit of

development，establish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riented evaluation mechanism，protect the principal status of farmers in the
market a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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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credit system in China has shown initial signs and its mode selection should be
analyzed and inspired by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private credit mode and public one. The foreign private credit mode is

mature and has a wide range of data sources，which is got through contractual agreement， and there are various credit

products， fared use and adopting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however；as to the public credit mode，the sources are narrow
mainly through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 to obtain， free to use and do not carry out the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The choice of the two modes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redit level， the legal background and the
concept of of credi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hina's personal credit system，we should still b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needs of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and liberation of the bonus in

reform，certainly all of the above are supposed to gradually develop and perfect. Also we should promote it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in the pilot areas，and then adopt public credit mode at first. F urther we can shift to private credit mode when
the condition become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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